
 

数字经济产业的税收和投资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上海CGE模拟分析

关欣佳， 刘兰娟， 黄  欣
（上海财经大学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数字经济方兴未艾，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财政政策的科学精准发力也将有

力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断提质增效。为考察数字经济产业部门的财政效应，文章

以数字化转型发展速度较快的上海地区为例，通过转换系数矩阵编制上海市数字经济社会核算矩阵，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有效保留先验信息，我们使用CGE-SAM-GRAS方法

进行参数估计，针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模拟并分析3种情景下实施税收和投资财政政策的

影响。结果显示，数字产业化部门降低税收和增加投资均能产生正面溢出效应。总体上，税收的效果要

好于投资，且税收优惠有利于提高工业部门的产出，增加投资则更有利于促进服务业发展。税收降低

5%，所有部门的产出平均提高0.443%，数字产业化（工业）部门的产出提高2.601%，金融业部门的产出平

均提高0.185%；投资增加5%，所有部门的产出平均提高0.282%，数字产业化（服务业）部门的产出提高

2.912%，金融业部门的产出平均提高0.057%。遗憾的是，由于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足，对产业数

字化实施投资政策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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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区块链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的规模

不断扩张，占国民经济比例越来越高，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包括以电子

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及软件服务业为主的“数字产业化”和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的“产

业数字化”两大部分。近年来，技术突破创新和国家政策支持推动了信息通讯技术行业的发展

壮大，数字产业化增加值逐年提高。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远程办

公、直播购物和游戏娱乐等数字行业快速崛起，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进一步加速数字经济

的蓬勃发展。截至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同期

GDP增速3.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和

加速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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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增加数据要素

投入、改变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创新创业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引领国民

经济高质量发展（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李晓华，2019；赵涛等，2020；陈小辉等，2020）。

然而数字产业具有风险高、投资大、周期长的特点，加上技术创新存在市场失灵（Nelson，

1959；Arrow，1962），因此对数字产业进行及时、必要的财政政策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市场机制的不足。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催化剂，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降

低企业成本、鼓励技术研发创新，投资引导政策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利润。为应对

新时代新格局新挑战，把握新方向新机遇新优势，全国各省市相继制定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

加快数字产业布局，增加研发投入力度，完善鼓励创新和吸引人才政策，抢占数字经济发展新

高地。然而，现有的税收和投资政策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等高新技术企业和新

兴产业上，未能针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特点实行差异化引导支持，这将会导致数字产

业结构失衡，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受到限制。研究数字经济产业的税收

和投资政策效果可以为财政政策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合理分配财政资源，对优化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促进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产业的划分尚未统一，对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方法也多种多样，以

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为基础，量化财政政策冲击的实证文献较少。且关于财政政策与数字经济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上，以数

字经济产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分析财政政策对其他部门产出的影响乃至对整体宏观经济影响

的研究更为稀缺。上海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化转型程度在全国均处于领先水平，因此本

文以上海为例，首先对数字经济产业进行分类和测算，基于投入产出表编制了数字经济社会核

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其次，建立符合上海进出口特征的区域可计算一般均

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最后，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角度出发，模

拟并分析数字产业化部门税收降低5%、数字产业化部门投资增加5%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税收降

低5%情景下宏观经济各部门产出受到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利用全口径投入产出

表和数字经济转换系数矩阵，将数字经济产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分离，划分出非数字经济、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丰富数字经济产业划分和规模测算的研究。（2）基于数字经济

社会核算矩阵构建符合上海贸易特征的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量化财政政策对非数字经

济和数字经济部门产出的影响。（3）对比分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税收和投资政策

冲击效果，发现税收政策和投资政策对各部门产业溢出效应的差异性。

二、  文献综述

（一）数字经济产业划分

美国学者Don 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危险》一书中描述了由

互联网引发的新经济及其十二个特征，拉开了数字经济研究的序幕。此后，不同国家和机构对

数字经济的定义和产业划分进行了探索。日本通产省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广义的电子商务，韩国

则将其定义为以信息通讯技术产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为基础的

所有经济活动（田丽，2017）。美国商务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自1998年

起，连续发布年度数字经济报告，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互联网等方面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

由于技术的更迭日新月异，与经济的碰撞融合不断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数字经济

的 范 围 和 产 业 划 分 也 在 不 断 发 生 变 化 。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rpo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将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驱动行业、数字中介平台、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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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其他数字业务行业 /数字内容、依赖中介平台的行业和其他数字行业（Ahmad和Ribarsky，

2018）。BEA（Barefoot等，2018）参考OECD的研究，基于供给-使用框架构建了数字经济卫星账

户，将数字化的商品和服务分为三类：数字化赋能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和数字媒体。OECD和

BEA基于数字交易特征来识别数字经济活动，并未将数字技术与传统经济融合的部分纳入核

算框架，属于狭义上的划分。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以下简称“信通院”）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白皮书（2017年）》中提出数字经济的构成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其中，数字

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即ICT产业；产业数字化是指传统经济应用数字技术后带来的产出

和效率的飞跃，即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2021）》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符合数字经济产业特征的和以提供数字产品（货物或服务）为

目的的相关行业类别活动进行再分类，将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确定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

业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前四类是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对应数字产业化，最后一类对应产业数字化。信通院和国家统计局对数字经济的划分属于

广义上的划分，本文借鉴其分类标准，对上海市投入产出表中42个商品活动部门进行拆分。数

字产业的科学划分为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和规模测算奠定了基础，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经济对

宏观经济的贡献和作用。

（二）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

2013年，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Nathan等，2013）发布的报告表明，英国的数字经济规模

远远超过传统估计值。数字技术渗透蔓延至各个传统产业，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更多的增

加值，但这一部分的增加值无法用常规的核算方法进行测算（蔡跃洲，2018）。信通院对产业数

字化部分采用增长核算账户框架（KLEMS），基于ICT资本存量、非ICT资本存量、劳动及中间投

入来估算数字技术融合于其他产业导致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部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17）。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借鉴BEA的核算方法，假定数字经济产业的中间投入占数字经

济总产出的比例与相应产业中间投入占总产出的比例相同，引入数字经济调整系数和行业增

加值率，对中国2007—2017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总产出进行系统测算。此后，许多学者参考其

提出的“先增量后总量、先贡献度后规模”的核算框架，对中国数字经济要素投入（彭刚和赵乐

新，2020）、省际数字经济规模（韩兆安等，2021；平卫英和肖秀华，2022）和产业数字化程度（刘

波和洪兴建，2022）等问题进行研究。但该方法测算的范围仅包含完全或主要特征为数字化的

产品，未涵盖产业数字化部分。蔡跃洲和牛新星（2021）在Jorgenson-Griliches增长核算框架下，对

产出增长来源分解，估算“ICT替代效应”和“ICT协同效应”的增加值，加上细分的ICT制造业和

ICT服务业的增加值，最终得到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总体规模。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使用投入产

出方法对数字经济进行全面测度。陈亮和孔晴（2021）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转换矩阵，根据全口径

投入产出表编制包含非数字经济活动部门和数字经济活动部门（数字技术生产资料部门、数字

技术服务业部门和数字经济融合部门）的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为研究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变

动、制定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财政政策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数字技术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等特征，使得技术创新者无法独享收益，而财政激励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技术创新。Hall和Van Reenen（2000）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评估

OECD国家的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税收优惠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得出一美元税收抵

免会刺激一美元额外研发的结论。Guellec等（2003）考察了17个OECD成员国的政府支出情况，

发现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具有积极影响。这些研究揭示了财政政策对企业研

发创新的激励作用，但也有一些研究持不同观点。Wallsten（2000）对美国SBIR（Smal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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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Research）项目的公司样本进行回归，认为政府资助对小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挤出效

应。González和Pazó（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西班牙制造企业规模和所在行业的技术水平可能

会影响公共支出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由此可见，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对政策的反

应具有差异性。另外，一些研究关注财政激励与高新技术等数字产业的发展。张文春（2006）分

析了税收政策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及影响机制。张同斌和高铁梅（2012）基于高

新技术产业的CGE模型，比较财政激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和产业结

构变动的影响。现有文献在评估财政政策对数字产业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数字经

济视角出发，讨论数字经济部门财政政策影响的研究较少。近期研究注意到减税降费政策在促

进数字经济发展、鼓励技术创新以及提高经济质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Li和Yang，2021；沈

思和刘文龙，2021；王乔和黄瑶妮，2019），但税收优惠和投资增加等财政激励对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是否存在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三、  上海数字经济CGE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一）SAM构建

数字经济产业的划分是编制数字经济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但目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产

业的划分尚未统一。本文参考中国信通院和国家统计局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与分类，将上海市

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42产业部门划分为非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两大类。其中，数字

经济产业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和核心产业，

主要指ICT产业。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与传统部门的融合部分。为了方便研究，进一步将这

两部分划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不含金融业）和金融业。非数字经济产业同样按四部门细

分，但要去除数字经济与传统部门的融合部分。42部门的具体划分如表1所示。
 
 

表 1    上海市2017年投入产出表部门划分
①

产业类别 42部门代码及名称

非数字经济产业

农业 01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工业

02煤炭采选产品、0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04金属矿采选产品、05非金属矿和其他矿
采选产品、06食品和烟草-、07纺织品、08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09木材加工品
和家具-、10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11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12化学产品-、
13非金属矿物制品、14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15金属制品-、16通用设备-、17专用设备-、
18交通运输设备-、19电气机械和器材-、21仪器仪表、22其他制造产品和废品废料、24电

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25燃气生产和供应、26水的生产和供应、27建筑

服务业

23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28批发和零售、2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30住宿和
餐饮、33房地产、34租赁和商务服务-、35研究和试验发展、36综合技术服务-、37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38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39教育-、40卫生和社会工作、41文化、体

育和娱乐-、42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金融业 32金融-

数字经济
产业

数字产业
化

工业 20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服务业 3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产业数字
化

农业 01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工业

06食品和烟草*、08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09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12化学  产
品*、14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15金属制品*、16通用设备*、17专用设备*、18交通运输设

备*、19电气机械和器材*

服务业
2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34租赁和商务服务*、36综合技术服务*、38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39教育*、41文化、体育和娱乐*、42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金融业 32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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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 j]1042

pi j

0 ⩽ pi j⩽ 1,i= 1,2, · · · ,10; j= 1,2, · · · ,42
∑10

i=1 pi j= 1, j= 1,2, · · · ,42

经过上述划分，可以得到非数字经济产业（农业）、非数字经济产业（工业）、非数字经济产

业（服务业）、非数字经济产业（金融业）、数字产业化（工业）、数字产业化（服务业）、产业数字

化（农业）、产业数字化（工业）、产业数字化（服务业）、产业数字化（金融业）共10个部门。借鉴

曾昭磐（2001）编制信息投入产出表的方法，我们构建了数字经济转换系数矩阵 。其

中， 是第 j部门数字经济增加值占第 i部门增加值的比重，表明数字经济的贡献程度，也称转

换系数，满足以下条件：（1）1.  ；（2）   。

p5,20=p6,31= 1

pi j= 0

pi j

1−pi j

上式中，i属于划分的10部门，j属于投入产出表中的42部门。从列的角度看，j=20和j=31分别

对 应 数 字 产 业 化 （ 工 业 ） 和 数 字 产 业 化 （ 服 务 业 ） 部 门 ， 其 产 出 全 部 属 于 数 字 经 济 ， 故

。由于该部门是纯数字经济产业，与其他部门没有融合，根据条件2可得同列其他

行元素为0。对于其他列部门，若与数字经济无融合（j=2, …, 5, 7, 10, 11, 13, 21, …, 2 8, 30, 33, 35,

37, 40），则 ，同列对应部门的转换系数为1，表明该部门是纯粹的非数字经济部门。若与数

字经济有融合，即产业数字化部门（j=1, 6, 8, 9, 12, 14, … , 19, 29, 32, 34, 36, 38, 39, 41, 42），其数

字经济产出须与传统产业剥离，同列所属数字经济部门的转换系数为 ，同列所属非数字经

济部门的转换系数为 。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中公布的中国

2017年服务业、工业和农业各行业数字经济占比和《中国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各部门的增加

值可计算出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国家层面的投入产出表是149部门，上海市

的投入产出表只公布了42部门，通过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 754-2017）》中行业大类，

可以将149部门合并为42部门，得到42部门的增加值和数字经济增加值，进而得到如表2所示的

42部门数字经济融合比例。

基于上文得到的10×42数字经济转换系数矩阵P，可以将上海市2017年10×42投入产出表通

过以下矩阵运算转换为10×10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
P 0
0 I

) (
X Y
C 0

) (
P 0
0 I

)T
=

(
X̂ Ŷ
Ĉ 0

)
X̂

Ŷ

Ĉ

其中，X为42×42投入产出表第Ⅰ象限的中间使用矩阵， 为10×10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第Ⅰ象

限的中间使用矩阵；Y为42×42投入产出表第Ⅱ象限的最终使用矩阵， 为10×10数字经济投入

产出表Ⅱ象限的最终使用矩阵；C为42×42投入产出表第Ⅲ象限的最初投入矩阵， 为10×10数

字经济投入产出表第Ⅲ象限的最初投入矩阵。结合2018年上海统计年鉴、2018年上海年鉴、

2018年上海经济年鉴、2018年中国经济年鉴、2018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等资料的数据，最

终编制出上海市2017年数字经济社会核算矩阵
①

。

（二）CGE模型构建

本文以张欣（2017）构建的开放经济体CGE模型为基础，参考何志强（2018）和刘兰娟等

（2022）提出的CGE-SAM-EGRAS参数估计方法，构建上海数字经济CGE模型并进行参数估计。

该模型包含以下模块：

QINT Aa

QVAa QAa

tbusa

1.生产模块。生产模块由两层嵌套的生产函数构成，假设市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第

一层采用恒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生产函数，以中间投入（ ）

和要素增值（ ）作为投入，总产量（ ）为产出。在上海市政府对活动部门a征收生产税

的前提下，最优的投入分配关系为：

QAa = α
QA
a

[
δQA

a QVAρ
QA
a

a +
(
1−δQA

a

)
QINT Aρ

QA
a

a

]1/ρQA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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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2部门数字经济融合比例

42部门名称 各部门数字经济融合比例 行业名称 各行业数字经济占比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6.39%

林产品 11.30%

渔产品 8.80%

农产品 6.80%

畜牧产品 4.10%

食品和烟草 1.64%
烟草制品 7.90%

方便食品 5.00%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1.2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 5.80%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4.4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 7.60%

化学产品 1.77%
塑料制品 6.70%

合成材料 6.40%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品 8.24%

钢
8.90%

钢压延产品

铁及铁合金产品 8.60%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7.60%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品 6.10%

金属制品 8.60% 金属制品 8.60%

通用设备 4.58%
金属加工机械 21.30%

物料搬运设备 13.40%

专用设备 1.58%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 10.60%

交通运输设备 6.93%

船舶及相关装置 19.30%

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 15.70%

汽车整车 10.70%

电气机械及器材 8.94%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24.20%

电池 16.3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7.63%

邮政 37.70%

水上旅客运输
31.20%

水上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

铁路旅客运输
30.60%

铁路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

金融 43.62%

保险 49.30%

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
42.90%

资本市场服务

租赁和商务服务 3.36% 租赁 33.20%

综合技术服务 39.80%
专业技术服务 42.40%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28.10%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 15.68% 其他服务 35.70%

教育 35.30% 教育 35.30%

文化、体育和娱乐 17.60%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 48.50%

文化艺术 30.20%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40.34%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40.50%

社会保障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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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a

PINT Aa
=
δQA

a

1−δQA
a

(
QINT Aa

QVAa

)1−ρQA
a

(2)

PAa·QAa = (1+tbusa) · (PVAa ·QVAa+PINT Aa ·QINT Aa
)

(3)

PAa、PVAa、PINT Aa αQA
a 、δ

QA
a 、ρ

QA
a分别为生产活动、增加值和中间投入的价格， 分别为

规模参数、份额参数和弹性参数。

QLDa QKDa

QVAa

第 二 层 包 括 两 类 生 产 函 数 ： 一 类 是 以 劳 动 （ ） 和 资 本 （ ） 作 为 投 入 ， 要 素 增 值

（ ）作为产出的CES函数，其最优化投入分配为：

QVAa = α
VA
a

[
δVA

a QLDρ
VA
a

a +
(
1−δVA

a

)
QKDρ

VA
a

a

]1/ρQA
a

(4)

WL
WK
=
δVA

a

1−δVA
a

(
QKDa

QLDa

)1−ρVA
a

(5)

PVAa ·QVAa =WL ·QLDa+WK ·QKDa (6)

αVA
a 、δ

VA
a 、ρ

VA
a其中，WL、WK分别是劳动和资本的价格， 分别为规模参数、份额参数和弹性

参数。另一类是以列昂惕夫函数表示的中间投入生产函数：
QINT c,a = icac,a ·QINT Aa (7)

PINT Aa =
∑

c

icac,a ·PQc (8)

icac,a

PQc QAa QXc

为投入产出系数（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生产每一单位活动部门a的总中间投入量所需

要的商品部门c的投入数量。 为市内销售商品的价格。市内生产活动 产出到商品 的

关系为：

QAa =
∑

c

saxa,c ·QXc (9)

PXc =
∑

c

saxa,c ·PAa (10)

saxa,c PXc为活动a到商品c的比例， 为市内生产商品c的价格。

2.贸易模块。一般情况下，在开放经济模型

结构中，国内生产活动产出的商品一部分出口

国外，一部分在国内销售，国内市场消费的商品

一部分来自国内生产，一部分来自国外进口。但

上海市作为一个贸易中心，部分商品和服务属

于转口贸易，市内生产的产量小于流出（出口和

市外调出）的总量。以2017年为例，金属矿采选

产品、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食品和烟草

等18个部门的总产出量小于总流出量。因此，我

们将贸易模块修改为如图1所示结构：

QEc QQc QCc

QXc QMc

流出的商品（ ）和市内需求的商品（ ）来自市内总商品（ ），市内总商品由市内产

出商品（ ）和流入的商品（ ）组成。其最优化关系分别用常转换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Transformation，CET）函数和阿明顿（Armington）条件刻画：

QCc = α
CET
c

[
δCET

c QQρ
CET
c

c +
(
1−δCET

c

)
QEρ

CET
c

c

]1/ρCET
c

(11)

市内商品产出
QX*PX

流入
QM*PM

市内总商品
QC*PC

流出
QE*PE

市内需求
QQ*PQ

 
图 1    上海市CGE模型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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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c

PEc
=
δCET

c

1−δCET
c

(
QEc

QQc

)1−ρCET
c

(12)

PCc·QCc = PQc ·QQc+PEc ·QEc (13)

QCc = α
QQ
c

[
δQQ

c QXρ
QQ
c

c +
(
1−δQQ

c

)
QMρ

QQ
c

c

]1/ρQQ
c

(14)

PXc

PMc
=
δQQ

c

1−δQQ
c

(
QMc

QXc

)1−ρQQ
c

(15)

PCc·QCc = PXc ·QXc+PMc ·QMc (16)

PCc、PQc、PEc、PMc

αCET
c 、δCET

c 、ρCET
c αQQ

c 、δ
QQ
c 、ρ

QQ
c

分别是市内总商品、市内需求商品、流出商品和流入商品的价格。

和 分别是CET函数和Armington条件的规模参数、份额参数和

弹性参数。

trans f rhgov trans f rhent trans f rhrow

QHc

QGc trans f rhgov trans f rentgov

trans f rrowgov

trans f rentrow

3.消费模块。上海市内需求的商品被居民、政府和企业购买用于消费、投资和投入生产。居

民的收入（YH）来自按比例分配的劳动禀赋（QLSAGG）、资本禀赋（QKSAGG）、政府的转移支付

（ ）、企业的转移支付（ ）和市外的转移支付（ ），以柯布-道格拉斯

（Cobb-Douglas，C-D）效用函数最大化原则进行消费（ ）。政府的收入（YG）来源于资本投资

收入、生产税、关税、居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支出（EG）包括按比例对市内商品的消费

（ ）以及对居民的转移支付（ ）、对企业的转移支付（ ）和对市外的转移

支付（ ）。企业的收入（YENT）来自资本要素收入、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市外的转移支

付（ ）。各个主体的具体消费行为如下：
YH =WL ·QLS AGG+ shi f hk ·WK ·QKS AGG+ trans f rhgov+ trans f rhent + trans f rhrow (17)

PQc·QHc = shrhc ·mpc · (1− tih) ·YH (18)
HS AV = (1− tih) · (1−mpc) ·YH (19)

YG =
∑

a

tbusa ·
(
PINT Aa ·QINT Aa+PVAa ·QVAa

)
+ shi f govk ·WK ·QKS AGG+ tih ·YH

+ tient ·YENT +
∑

c

tmc · pwmc ·QMc ·EXR+
∑

c

tec · pwec ·QEc ·EXR
(20)

PQc·QGc = shrgc ·
(
EG−trans f rhgov− trans f rentgov− trans f rrowgov

)
(21)

GS AV = YG−EG (22)
YENT = shi f entk ·WK ·QKS AGG+ trans f rentgov+ trans f rentrow (23)

ENTS AV = (1−tient) ·YENT − trans f rhent (24)

EINV =
∑

c

PQc ·QINVc (25)

shi f hk、shi f govk、shi f entk

shrhc tih、tient、tbusa、tmc、tec

QINVc

分别是分配给居民、政府和企业的资本禀赋比例，mpc是居民消费

倾向， 是居民对商品的消费比例， 分别是居民所得税、企业所得

税、生产税、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的税率，HSAV、GSAV、ENTSAV分别是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

企业储蓄，EXR代表汇率， 代表对商品的投资需求，EINV为社会总投资。

4.均衡模块与闭合条件。一般均衡状态下，居民效用和企业利润达到最大化，根据瓦尔拉

斯法则（Walras，2013），所有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同时出清，投资储蓄和外汇收支也达到平衡。

因上海市政府对外汇市场影响有限，故汇率设置为外生。闭合条件的选择对政策冲击模拟影响

较大，常用的宏观闭合有新古典主义闭合、约翰森闭合、凯恩斯闭合和刘易斯闭合等，考虑到

上海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但资本有限的情况，本文采取刘易斯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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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市场供求均衡：

QQc =
∑

a

QINT c,a+QHc+QINVc+QGc (26)

要素市场供求均衡： ∑
a

QLDa = QLS AGG (27)∑
a

QKDa = QKS AGG (28)

外汇市场收支均衡：∑
c

pwmc ·QMc ·EXR+ shi f hl ·WL ·QLS AGG+ shi f rowk ·WK ·QKS AGG

=
∑

c

pwec ·QEc ·EXR+FS AV
(29)

投资储蓄均衡：
EINV = (1−mpc) · (1−tih) ·YH+ENTS AV +GS AV +FS AV +WALRAS (30)

刘易斯闭合：
WL. f x= 1 (31)

QKS AGG. f x = QKS AGG (32)

shi f hl、shi f rowk分别是分配给市外的劳动要素收入和资本要素收入比例。

（三）参数估计

CGE模型中需要估计CES生产函数、CET函数和Armington条件中的规模参数、份额参数和

弹性参数。规模参数和份额参数可以在CGE模型中使用基期数据进行标定，弹性参数可以采用

最小二乘法、贝叶斯估计和借鉴其他文献等方法获得，其中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参数需要收集

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而不同学者因研究问题的差异，选择不同的研究结果作为参考依据，主

观性较强。刘兰娟等（2022）构建的CGE-SAM-EGRAS模型，不需要对先验值的误差分布做任何

假设，可以直接得到规模参数、份额参数和弹性参数的估计值，同时调平包含负值的SAM。本

文参考该方法构建如下CGE-SAM-EGRAS最优化模型：

min
∑
p,k

[(
αk

p−1
)
· ln

(
αk

p

)
+

(
δkp−1

)
· ln

(
δkp

)
+

(
ρk

p−1
)
· ln

(
ρk

p

)]
+

∑
i, j

[
(r (i, j)−1) · ln (r (i, j))

]
(33)

s.t.Q (i, j) = r (i, j) ·Q0 (i, j) (34)∑
j

Q (i, j) =
∑

j

Q ( j, i) (35)

αk
p = rk

p ·αk
p0

(36)

δkp = rk
p ·δkp0

(37)

ρk
p = rk

p ·ρk
p0

(38)

rk
p⩾ 0.001 (39)

rk
p⩾ 0.001 (40)

rk
p⩾ 0.001 (41)

0.7 ⩽r (i, j)⩽ 1.5 (42)
式(1)—(16) (43)

αk
p rk

p该优化模型中将数字经济SAM的流量值Q(i,j)及其变化率r(i,j)、规模参数 及其变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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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kp rk
p ρk

p rk
p份额参数 及其变化率 、弹性参数 及其变化率 设为内生变量，目标函数为凸函数，约束条

件是凸集，可求得全局最优解（刘兰娟等，2022）。使用该方法进行数值模拟，得到SAM的信息

丢失指数AIL（Absolute Information Loss）为0.01，信息相关指数Theil’s U为0.11，离差距离指数

GDM为0.55，表明调平后的数字经济SAM能有效保留先验信息。具体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和

表4所示。根据表3，上海市数字产业化（工业）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弹性
①

为2.89，产业数

字化（工业）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弹性为1.78，非数字经济（工业）的替代弹性为1.82。说

明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等行业，数字化程度较高，对资本的依赖较大，对劳动

的需求较少，资本替代劳动相对容易。交通运输设备等产业数字化（工业）和非数字经济（工

业）行业虽然生产过程实现了自动化，但是在设计、研发等方面仍然需要专业化人员参与，因

此资本设备替代劳动力受到限制。而上海市数字产业化（服务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1.81）

和非数字经济（服务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2.19）远小于产业数字化（服务业）的资本-劳动

替代弹性（6.89）。一方面，数字产业化（服务业）的发展更依赖于技术研发创新，产业数字化（服

务业）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则依赖更多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服务业中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为主的数字产业化发展相对成熟，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有限，而产业数字化仍处于转型阶

段，资本可以有效替代劳动改善生产效率。金融业中间投入与增值CES函数的规模参数（2.11）

最高，说明该产业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符合上海金融中心的现实情况。根据表4，上海市数字

产 业 化 （ 工 业 ） 的Armington替 代 弹 性 为 1.61， 产 业 数 字 化 （ 工 业 ） 和 非 数 字 经 济 （ 工 业 ） 的

Armington替代弹性分别为3.72和3.57，表明数字产业化（工业）产品对市外流入的依赖程度较

小，而产业数字化（工业）和非数字经济（工业）产品对市外流入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产生这

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在高新技术制造业中占主要部分，产业集聚效应提

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减少了对流入商品的需求。而产业数字化（工业）和非数字经济

（工业）发展相对不足，市内生产的产品无法完全替代流入商品，导致Armington替代弹性较高。

上海市非数字经济（农业）和产业数字化（农业）的进口Armington替代弹性较低（1.6），而出口

CET替代弹性相对较高（7.3），反映出上海市内生产的农产品对市外流入农产品的替代能力较

低，而市外需求对农产品的流出价格又比较敏感，该产业在贸易市场的竞争力较弱的现状。
 
 

表 3    CGE-SAM-GRAS参数估计结果1

生产活动部门
中间投入与增值的CES函数 劳动与资本要素投入的CES函数

规模参数 份额参数 弹性参数 规模参数 份额参数 弹性参数

非数字经济（农业） 1.89 0.35 0.18 1.94 0.60 0.37

非数字经济（工业） 1.73 0.26 0.38 1.95 0.42 0.45

非数字经济（服务业） 1.89 0.28 0.10 2.00 0.52 0.54

非数字经济（金融业） 2.11 0.47 0.10 1.92 0.39 0.38

数字产业化（工业） 1.58 0.22 0.42 2.00 0.51 0.65

数字产业化（服务业） 2.00 0.36 0.10 1.99 0.47 0.45

产业数字化（农业） 1.89 0.35 0.18 1.94 0.60 0.37

产业数字化（工业） 1.77 0.27 0.37 1.93 0.40 0.44

产业数字化（服务业） 1.90 0.31 0.10 1.96 0.54 0.85

产业数字化（金融业） 2.11 0.47 0.10 1.92 0.38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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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CGE-SAM-GRAS参数估计结果2

产品部门
进口Armington条件 出口CET函数

规模参数 份额参数 弹性参数 规模参数 份额参数 弹性参数

非数字经济（农业） 1.78 0.31 0.37 2.15 0.43 1.14

非数字经济（工业） 2.00 0.51 0.72 2.01 0.47 1.53

非数字经济（服务业） 1.97 0.58 0.21 2.12 0.34 1.93

非数字经济（金融业） 1.70 0.75 0.22 2.04 0.39 2.22

数字产业化（工业） 1.98 0.44 0.38 2.00 0.50 1.00

数字产业化（服务业） 1.98 0.53 0.83 2.05 0.38 2.19

产业数字化（农业） 1.78 0.31 0.37 2.15 0.43 1.14

产业数字化（工业） 2.00 0.51 0.73 2.00 0.51 1.18

产业数字化（服务业） 1.82 0.69 0.22 2.07 0.36 2.11

产业数字化（金融业） 1.70 0.75 0.22 2.04 0.39 2.22
 

四、  财政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影响的宏观模拟

“十四五”时期，我国持续深化发展数字经济，各地加强数字经济战略引导，纷纷出台相关

行动计划、产业规划和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推进数字经济壮大优化。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数

字经济发展，也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税收方面，对高新技术企业

实施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75%、两免三减半和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等优惠政策。投资方面，提出35条举措保障上海高水平完成“新基建”布局，设立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元宇宙等产业投资基金，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新兴产业的建设。

近年来，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5G网络、云

计算中心、大数据平台等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2021年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为5 351.42亿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

入达10 616.62亿元，数字基础产业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城市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底层支撑，“新基建”的投资乘数效应（郭朝先等，2020；姜卫民等，2020）也为数

字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税收和投资激励政策为企业发展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的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于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医药生物和人工智能等数字经

济领域，符合条件的数字企业享受税率或税额减免、留抵退税和增值税加计扣除等优惠，降低

的成本可以进一步用于研究开发和扩大再生产，增加的利润则可以持续吸引人才和资本。“新

基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除了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外，还为数字经济

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促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已有的财政政策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企业

或新兴产业上，对产业数字化的支持还不够全面，为了探究以数字经济部门为主体，实施财政

政策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本文通过模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税收降低和投资增

加的情景以分析财政政策对各个产业部门的影响。具体的模拟情景分为：模拟情景1.数字产业

化部门税收降低5%；模拟情景2.数字产业化部门投资增加5%；模拟情景3.产业数字化部门投资

增加5%。考虑到对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的部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较为困难，本文未设置

产业数字化部门税收降低的情景。从表5所示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税收优惠和投资增加的财

政政策整体上能够促进各产业产出增加，但其影响程度和增长路径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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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财政政策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

模拟情景1 模拟情景2 模拟情景3

非数字经济（农业） 0.149% 0.053% 0.003%

非数字经济（工业） −0.012% −0.232% 0.003%

非数字经济（服务业） 0.137% 0.009% 0.002%

非数字经济（金融业） 0.186% 0.057% 0.002%

数字产业化（工业） 2.601% 0.377% −0.013%

数字产业化（服务业） 1.126% 2.912% −0.005%

产业数字化（农业） 0.150% 0.054% 0.002%

产业数字化（工业） −0.168% −0.448% 0.262%

产业数字化（服务业） 0.073% −0.017% 0.016%

产业数字化（金融业） 0.185% 0.057% 0.002%
 

五、  结论分析与政策建议

模拟情景1表明，数字产业化部门的溢出效应较为明显，税收降低5%，所有部门的产出平

均将提高0.443%，数字产业化（工业）部门的产出将提高2.601%，数字产业化（服务业）部门的产

出将提高1.126%。数字产业化部门享受税收优惠后，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生产，企业的产出

和利润相应增加，增加的利润一方面用于引进人才，激发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将吸引更多

的劳动和资本要素流向该部门，进一步提高生产水平。此外，非数字经济（金融业）和产业数字

化（金融业）部门的产出将提高0.185%，但非数字经济（工业）和产业数字化（工业）部门受到税

收的负面冲击，其产出将分别下降0.012%和0.168%。

与税收政策相比，数字产业化部门的投资政策也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投资增加促进生产

规模扩大，同时刺激需求，当投资用于更新设备和技术时，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数字产业化部

门投资增加5%，所有部门的产出平均将提高0.282%，数字产业化（工业）部门的产出将提高

0.377%，数字产业化（服务业）部门的产出将提高2.912%。非数字经济（金融业）和产业数字化

（金融业）部门的产出将提高0.057%，但非数字经济（工业）和产业数字化（工业）部门受到投资

的负面冲击，其产出将分别下降0.232%和0.448%。总体上，对数字产业化部门实施税收优惠或

者投资增加的政策均能够促进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且前者的提升效果要好于后者。资本投资

虽然可以改善生产设备，但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有限，数字产业化部门通常需要较长周期才

能将投资转化为产出和利润。相比之下，税收优惠能够直接迅速地降低企业成本，激发生产活

动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此外，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提高工业的产出，而投资则更有利于促

进服务业的发展。得益于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上海市数字经济与金融产业

深度融合，税收和投资政策对金融部门也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

对比模拟情景2和模拟情景3的结果可以看出，数字产业化部门增加投资的溢出效应要大

于产业数字化部门增加投资的溢出效应。如果对数字产业化部门的投资增加5%，那么所有部

门 的 产 出 平 均 将 提 高0.282%， 非 数 字 产 业 （ 金 融 业 ） 和 产 业 数 字 化 （ 金 融 业 ） 的 产 出 将 提 高

0.057%。如果对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投资增加5%，那么所有部门的产出平均将仅提高0.028%，产

业数字化（金融业）部门的产出平均将仅提高0.002%。这种差异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数

字产业化部门投资增加，可以吸引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向ICT产业集聚，这种集聚效应提高了

ICT产业的创新能力，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其他产业的生产效率提升。其次，产业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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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由于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程度相对较低，且大多数企业尚未完成数字化转型，其技术

溢出效应相对有限，限制了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和推动效果。此外，数字化企业还具有一定的虹

吸效应，人才和资金被吸引到产业数字化部门，这也会导致投资增加时，相对较少的资源流动

到其他部门，从而限制了对整体经济的溢出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对上海市数字经济

溢出效应的正面影响。一是持续加强数字经济基础建设，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

元宇宙等新兴产业。考虑到数字产业化部门的降税效果好于投资，且税收优惠有利于提高数字

产业化（工业）的产出，而投资增加更有利于促进数字产业化（服务业）的发展，建议加大数字

产业化工业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提高其研发创新能力，为数字产业化服务业企业提供良好的

投资环境，充分发挥数字产业化的税收和投资溢出效应，辐射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二是推动数

字技术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政策模拟结

果表明，在相同投资条件下，产业数字化（工业）部门的产出提升高于产业数字化（服务业）部

门的产出提升，为此建议为工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加快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工业数字化进

程，加强产业数字化投资政策下工业部门的比较优势。三是借助金融科技的先进技术和优势，

创新投资和融资机制，降低数字化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充分发挥数字产业化的税

收和投资对金融业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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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digital economy is in the ascendant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growth. Scientific fiscal policies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financial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sector, this paper takes Shanghai, where the digital econom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s  an  example,  compiles  the  Shanghai  digital  economy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and  builds  a  regional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the  regional  trad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tain  prior

information,  we  use  the  CGE-SAM-GRAS  method  for  parameter  estimation  to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implementing taxation and investment fiscal policies under the scenarios of a

5% reduction in tax revenue in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sector, a 5% increase in investment in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sector, and a 5% reduction in tax revenue in th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sector for both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secto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both  tax  reduction  and  investment  increase  in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sector  can

produce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In general, tax policies outperform investment policies and the

tax  benefits  favor  higher  output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while  increased  investment  is  more

beneficial  in  promoting  the  service  sector.  A  5%  reduction  in  tax  revenue  in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sector increases output by an average of 0.443% in all sectors, 2.601% in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sector,  and 0.185%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  5% increase  in  investment

increases  output  by  an  average  of  0.282%  in  all  sectors,  2.912%  in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services)  sector,  and  0.057%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n  average.  Unfortunately,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investment policies on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is relatively weak.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when

formulating  fiscal  policies,  the  characteristic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each  industr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differentiated  taxation  and  investment  polic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for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sectors,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spillover  effect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fiscal policies; CGE; spillover effect

（责任编辑：倪建文）

第 4 期 数字经济产业的税收和投资溢出效应研究 107


	一 引　言
	二 文献综述
	一 数字经济产业划分
	二 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
	三 财政政策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三 上海数字经济CGE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一 SAM构建
	二 CGE模型构建
	三 参数估计

	四 财政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影响的宏观模拟
	五 结论分析与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